
1

熟古今之体变 通源流之分合
——纠正马宗霍对邓石如的误断兼论书评中不自觉的继承性和传感性

王惠正

【内容提要】邓石如乃清代碑学书法之践行者与开拓者。其真草隶篆互
融，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以雄健高古、苍莽厚重之书风屹立于清代
碑学。然在著名史学家马宗霍看来却是“非正法眼藏”、“不能齐于古者”。
笔者以邓氏的艺术成就及其学术价值综合考量，纠正马氏之误断与偏允，以还
原学术公正。因书评中兼具不自觉的继承性和传感性，对后人有能动的诱导
力，故我们必须严谨治学，明辨析理，谨慎学术发声，对当今书评而言也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邓石如 马宗霍 碑学 篆隶 体变 书评

清代中叶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剧变时期，碑学的兴起冲击和改变了清初帖学
一统天下的颓弱之势，书坛呈现出奇姿异态的繁荣景象。此时，崇尚碑学的书家
不乏其人，但真正成为碑学实践范例的是邓石如。他的出现，标志着碑学派用毛
笔在宣纸上书写魏晋南北朝碑及汉碑在清代时期的新成熟。邓石如是一位富有创
造性的书家，他广泛地吸收传统营养，融会贯通，将真草隶篆互糅，熟古今之体
变，通源流之分合，开一代碑学之宗。

古今书论中对邓石如的书法评价多为溢美之词，然我们在近代著名史学家马
宗霍那里，却听到了对邓石如发出的与事实相乖离的评价。

马宗霍先生（1897—1976），主要致力于经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其书学著
作《书林藻鉴》，按朝代辑录历代各书家的评论，又以《霋岳楼笔谈》的形式表
述其独到的见地。书中综述各代书体的演变、书法盛衰及书家派别、师承创新等
资料，著作甚丰，为学术界所稔知。马氏之经学史，甚为详备，
可谓面面俱到，马雍先生评价其“对各书的发展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评价，并提出
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不仅是一部资料书，同时也是一部书法史”。书中汇集详
备，按时代和人物编次，对研究中国书法史和评鉴书法艺术都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然通读脉络似不清晰，枝蔓过多，一读之下，难有条理之概念，且某些观点
颇为牵强甚至是谬误。

笔者认为其中马宗霍对清代碑学书家邓石如的评价有失偏颇，有必要就其失
实处进行具体梳理和分析，以纠正马氏对邓石如认知上的误断。还原学术上公
正，不仅对邓石如而言，对整个清代碑学都有扶本固正的功效。于当今书评而
言，谨记切莫信口雌黄误导他人，并引以为戒。故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为邓石如正
名。

我们不妨先从《书林藻鉴》中马宗霍对从帖学与碑学转换的阐述中开始说
起：“董（其昌）书在明末已靡于江南，自经新朝睿赏，声价义重，朝殿考试，
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风会所趣，香光几定于一尊矣。高宗宸翰尤
精，特建淳化轩以藏《淳化阁帖》，又命于敏中摹刻上石，分赐诸王公卿。其时
承平日久，书风亦转趣丰圆。董之纤弱，渐不厌人之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
起，赵书又大为世贵，然宗赵宗董，固自有殊，其为帖学则一也。……嘉，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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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帖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先是雍正、乾隆间，文字之狱甚严，通
人学士，含毫结舌，无其摅其志意。因究心于考古，小学既昌，谈者群藉金石以
为证经订史之具。金石之出土日多，摹拓之流传日广，初所资以考古者，后遂资
以书学，故碑学之兴，又金石学有以成之也。”

经史考据和金石学的发展之时，篆、隶书亦兴盛起来，超轶前代，直接三
代秦汉，为清代书法注入新鲜血液。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康有为他们认
识到从晋唐的自信自强到固步自封，以至穷途末路。他们将目光转向颇具开掘
价值的汉隶魏碑，扬碑抑帖，离经叛道，寻求、探索迥异常规的书法艺术形
式，表达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及越来越丰富的思想情感。“名虽羲献，面目全
非，因此不得不尊碑，北碑笔画完好，精神流露”。碑书之审美形态恰能与厌
妍熟、恶做作且追求雄陈朴茂、苍莽淋漓的审美观相契合，打开了新变的途
径。碑学书法在形式上给沉醒的书坛注入了无限的活力，打破了千人一面的枯
燥局面，使得自六朝隋唐千余年后又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这是中国书法史的
一次实质性的革命，而且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第一次动摇了统治数千年之久
的文人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也第一次使中国书法从“晋韵”以外的帖学桎梏
中解脱出来。“董之纤弱，渐不厌人之望，于是香光告退，子昂代起，”“帖
学始盛极而衰，碑学乃得以乘之。”马宗霍在列举碑学兴起的成因时，不归结
于小部分人的才识，言之有物，不失为一家之言。然而马宗霍在全面观察书法
史发展的时候，在论述关系转换时，总是把书家的成就归结于传统的给与，这
是不正确的。单一的帖学模式固然能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而增强激发人们求变
的要求，即使人们对可见的帖书早已不满和厌倦，如果人们不努力求取帖学系
统以外的营养，不从古今中外多种书契中获得孕育新创造的奇迹，靠凭空想象
是造不出什么书法新形式来的。盛极必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对于人类的
精神文化，则不能随意套用公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个时代人们为
自己的精神需求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适合自己需要的形式。这种书法演变转换前
后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马宗霍的这种表述不免将问题绝对化了，缺乏逻
辑性、科学性和严密性。

在其《书林藻鉴》中，马宗霍在论述包世臣及康有为对邓石如的看法和评
价时，马氏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色彩：“起自国初，讫于道光，凡得百有一
人。惟邓石如各体兼善，独登神品。自余偏至，则以分属，盖包氏以邓为上蔡
中郎之继，非一时一州所得专美。刘墉姚鼐，虽亦入妙品，谓与邓相角，犹偏
师之憾长城，其尊邓可谓至矣”；“有为广包氏之说，于邓固无异词。……且
谓邓犹纯乎古体。”然而马宗霍对于包世臣、康有为尊奉邓石如，马氏认为，
包氏评价“邓石如独登神品”是“包氏以邓为上蔡中郎之继”的原因，康氏的
看法与包氏相近——“固无异词，且谓邓犹纯乎古体”。进而马宗霍提出了自
己对邓石如不同的观点：

“安吴、南海，并以议论高人。其书既出，学者翕然宗之。然衡其实，则
未免皆有意必之先。奉为定论，殊为未安。夫完白起布衣，初无师承，由刻石
以悟笔法，及接通人，得窥名迹，此其卓识，自不可及。顾程其所到，惟有篆
足名家，自负八分，而驰骤其势，弟靡其貌，适成别裁，绝无雅度，真行皆未
入体，草则野狐禅耳。此而欲尸一代，不亦诬乎？即以篆言，完白得力全在秦
金汉印及碑额瓦当砖款，所谓散僧入圣，亦非正法眼藏，但解方劲，未闻婉
通。故如左季高之遒肃、何蝯叟之弘逸，莫子偲之密栗、陈硕甫之闲雅，完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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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未能掩之也”。又云：“完白以隶笔做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
圆。两者皆得自冥悟，而势与古合。然卒不能齐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
耳。”

马宗霍武断地推定：邓石如八分“绝无雅度”；“真行皆未入体，草则野
狐禅”；“即以篆言”；邓是“起布衣，初无师承”的人；“所谓散僧入圣，
亦非正法眼藏”。 试问马宗霍先生，钟、张、二王诸体皆精吗？具有左季高之
遒肃、何蝯叟之弘逸，莫子偲之密栗、陈硕甫之闲雅才能位居大师吗？引领书
法新变的人物必须是位重权贵的人物吗？如果邓石如的作品追求的是遒肃、弘
逸、密栗、闲雅，那么其方劲处还存在吗？而为何包氏对邓的评价是“惟邓石
如各体兼善，独登神品”，康氏对邓石如的评价是“犹纯乎古体”，而在马氏
看来却是“邓石如惟有篆足名家”、“得力全在秦汉印碑额瓦当砖款”、“然
卒不能齐于古者，以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马宗霍对邓石如“所谓散僧入
圣”、“少古人数卷书耳”的评价与历史真实相符吗？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我
们来具体解读邓石如的习书之路。

邓石如，起自寒门，终生布衣。长期一笈横肩，浪迹天涯，但勤奋学习，
十七岁，便凭书刻之技漫寻南北，访师问友，寻觅碑碣，张约轩在《东园还印
图序稿》中言道：“山人每足迹所径，必搜求金石，物色贤豪。或当风雨晦
明，弛担逆旅，望古兴怀，濡墨盈斗，纵意作书，以舒胸中郁勃之气，书数目
必游，游倦必书。”（早年好刻石，“仿汉人玉篆甚工”，后来在书法的功底
上“印以书出”，在清代篆刻复兴、流派云起的乾嘉时代，以其雄健的腕力运
刀如笔，于浙派、徽派之外创立圆劲刚健、婀娜多姿的“邓派”，又称“皖
派”，对后来的印坛产生很大的影响。）邓石如在书法上用过苦功，乃好石鼓
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启母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
碑》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每种临摹各
百本。其篆书以二李为宗，又旁搜博取，“而别有情意熔铸”，达到合心应手
的境地。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
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马宗霍在《书林纪事》中记载：“于
江宁梅（缪）家观所藏秘府珍异暨秦汉以来金石善本，笃志临摹。每日昧爽
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始寝。寒暑不辍，如是八年，书乃大成”。其中五
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
《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就是此“布衣”
，八年间奠定了其书艺之功，将篆隶书的深厚功底和成就融于真、行、草书，
真草隶篆交互为用，浑然一体。正如康有为所言:“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
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尽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蜜,酝酿久之,变化纵
横,自有成效。”不知马宗霍所言“初无师承”“胸中少古人数卷书耳”等依据
何在！显然与事实相乖离。

为求详备，笔者就从邓石如的真草篆隶各种书体做具体分析：
邓石如正书直法北碑，并非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取法六

朝碑版之峻峭蕴藉，兼取欧阳询、褚遂良体势之挺健秀逸，因而笔法斩钉截
铁，结字紧密，古茂浑朴，得踔厉风发之势。又以篆隶笔法入之，勾挑处尤为
明显，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惟求平正，与时
俗馆阁体相异，典雅飘逸，静穆可观，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图1）。《书林
藻鉴》所辑向燊句“山人篆隶，纯守汉人矩镬。楷书直通北魏诸碑,不参唐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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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行草又以篆分之法入笔，一洗圆润之习，遂开有清一代碑学之宗”。邓石
如的书艺成就，深入地启掘和发扬了碑版书艺之美，为清代碑学大盛打开了大
门，在书学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其正书实际上开启了后人赵之谦等楷书的先
河。

（图1 邓石如正书） （图2 邓石如行草） （图3邓石如隶书）

邓石如行草书虽不及篆隶，但亦可观。用笔豪放而凝重，笔法迟涩而飘
逸，结体造型丰富，抛弃了那种萧散简淡、秀丽妩媚的姿态。以篆隶笔意兼帖
之风韵，秀逸刚劲，表现出古拙雄强的崭新神貌。邓氏行草书气象开阔，意境
苍茫。点画不经意，使转却富有匠心。点画的伸缩、避就、揖让，由情而生，
随意而为，不拘陈法。跌宕多姿，情趣盎然。行中有留，动中有静。一行中大
小参差，一篇中气脉相连。其行草书也得益于篆书功力的滋养，气体浑厚开
张，草书飞动雄强，郁勃凌厉，神完气足（图2）。包世臣在《艺舟双辑》中这
样客观地评价邓石如说：“怀宁篆、隶、分、已臻绝诣，真书虽不入晋，其平
实中变化要自不可及。唯草书一道，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
其所能。尚留片席，使后来者自择所处。”然马宗霍评邓石如草书为“野狐禅
耳”，自是马氏不能识得自篆分而草，而只知以真书入草或袭以晋唐而相传
呵！

邓石如的隶书从汉隶入手，
得力于《曹全》之遒丽，《史晨》之从容，《衡方碑》之淳厚，《夏承》之奇
古，《石门颂》之纵肆，终之于隋墓志《张俭》而出之己意。以篆、草笔意入
隶是形成邓石如隶书特征的关键，包世臣说：“山人移篆分以作今隶”，“分
书则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正，而浑融无迹，善约峄山、国山之
法而为之。”他扫尽唐以来隶书的石刻味和木刻味，用活泼而充满活力的点
画，掺入魏碑的方笔之法，以腕力的提按转折来完成书写。通过提按顿挫、轻
重快慢与粗细变化，以表现出丰富的造型和节奏关系。如其隶书（图3）淋漓尽
致，跌宕多姿，方圆糅合变换，自然有所突破。有十荡十决之雄，兼一觞一咏
之乐。时任右都御史陆锡熊赞邓的书法是“千数百年无此作矣”。他的学生包
世臣认为邓石如的隶书达到了“平和简净，遒丽天成”的境界，称其篆、隶书
为“神品”、“清代仅此一人”。包世臣誉“山人作书，皆悬腕双钩，管随指
转……”由此看来并非像马宗霍所言“亦非正法眼藏，但解方劲，未闻婉通”
。清代的隶书家，邓石如之前有郑簠，其书得《曹全碑》之逸而兼《史晨》，
隶中用草笔，故多飞动之致。金农隶书得力于《华山碑》，因参入漆书笔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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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浓密之致，又多侧锋，于拙中见巧，
确有诗人之韵、画家之趣、书家之功。与邓石如同代而稍后的伊秉绶，师《衡
方碑》、《郙阁颂》、《吊比干文》，以颜楷笔意写隶字，体方笔圆，寓巧于
拙，愈大愈壮，挺健刚直，苍古雄茂。此外还有何绍基、陈鸿寿、朱彝尊、桂
馥、黄易等，这些书家都有独特的风采和贡献。工具变化，技法变革，打破篆
隶之篱与壁垒。综观整个清史，篆隶书的发展是构成清代书艺的主要因素，但
他们的成就和影响都不及邓石如的深远。

邓石如的篆书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是一次开拓性的革命，它具有创造性的
意义。一改之前笔力纤弱、行笔拘谨、缺乏蕴藉的弊端，赋予篆书书写上的便
利，在用笔上增加了使转，并能因势赋形，因字结体而异，增加点画的动感和
变化，拓展了篆书的内涵和外延，使得篆书艺术得以创新。邓石如写篆书摒弃
了秦“二李”模式，善用长锋羊毫，以凝炼而舒畅之笔，大胆提按，腕指并
用。尤以隶笔入篆，挥运自如，起笔处往往见锋，用笔不拘泥于“令笔心常在
画中行”，而是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追求毛笔书写的自然性、迅捷性、抒情
性和实用性（图4），“一变故态，用笔如行云流水，结字如瑶草琪花，茂密伟
丽”，苍劲高古，气势磅礴而见风神，为清代篆书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杨守
敬说他“以柔毫作篆，博大精深”，“自完白后，篆业大昌”。康有为誉之
为“集篆之大成”，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评价邓石如解密篆法时言道“完白
山人未出，
天下以秦分为不可作之书,自非好古之士,鲜或能之。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僮,
仅能操笔,皆能为篆。”“完白山人出，尽收古今之长”，而结胎成形，于汉篆
为多，遂能上掩千古，下开百祀。后有作者，莫之与京矣”。虽显夸大，却形
象地道出了邓石如的意义。沈增植《海日楼札丛》中《论行楷隶》通变说：“
篆参隶势而姿生，篆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
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蹟。”不同
的书体兼容，既可以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又能促进风格面目的不断孽生，增
加作品的古拙感。对于字体的衍变，康有为用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的观点来
考察，而且将书法的发展变化与整个文艺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散文、篆法之
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因时会，可以观世。对邓石如以隶笔作篆，前人所
无，这恰恰是融古今之长，人所不能及。你可以认为这种笔法是对篆书的误
读，但必须承认，恰恰正是这种误读，复兴了篆书艺术。

邓石如融古今之长，破古法，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可以说邓石
如在篆隶书上的成就奠定了清代篆隶书和碑学发展的基础。当然在邓石如时
期，虽受到翁方纲等人的贬斥和排挤，但这丝毫动摇不了他在清代书法史上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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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邓石如篆书） （图5翁同和正书）

翁方纲，在当时位高权重，时人都以翁方纲为书法宗师，翁亦骄横一时，
加之当时刘墉、翁方纲等力追晋唐书风，
对“古法”不敢越雷池一步（图5）。而邓石如、伊秉绶则打破了帖学的旧秩
序，渐开碑学之风，邓、翁所持见解，大相径庭。因书风相异受到翁的抵梧，
加之邓石如胸有方心，身无媚贵，不慕权贵，不事谄媚，最终愤而离京。包世
臣《艺舟双楫》中评翁：“宛平书只是工匠之精细者耳，于碑帖无不遍搜默
识，下笔必具体势，而笔法无闻。”《啸亭杂录》评翁：“翁覃溪抚摹三唐，
面目仅存。”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翁：“覃溪老人终身欧虞，偏隘浅弱。
”杨守敬评翁：“微嫌天分稍逊，质厚有余，
而超逸之妙不足。”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法》言道：“清代书人，公推为
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学士刘庸，也不是内阁学士翁方纲，偏偏是那位藤杖芒
鞋的邓石如。”

翁方纲尤对赵孟頫推崇备至，他衡量书法的标准即是古法，他眼中的邓石
如不合六书，破坏古法，这也势必会导致其对邓氏书体的不屑。也不外乎含有
藐视邓石如“布衣出身”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成见。而后人马宗霍在《霋岳楼笔
谈》中是这样评价翁方纲的：“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识。然小真书工
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庵所能到也。”马宗霍先生所言
邓石如“不能齐于古人”，如出一辙：
如果说翁方纲对邓石如的“不能入古”是心存傲慢与藐视的话，那么马宗霍对
邓石如的“不能齐古”则是这是马氏书学标准衡量尺度的失允和判断上的失
误，意指邓氏达不到古人的艺术水准，不能与古人相比。在马宗霍看来，前人
定下的或者约定俗成的就是正统，凡偏离这个轨道的就是“野狐禅”，那这种
顽固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心理恰恰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表现。如果说翁方纲
称邓石如“破古法”，“不合六书之旨”，是囿于书风及时代地位背景与旨趣
的不同而做出的对立，作为经历清末、民国及新中国成立的时代见证者的马宗
霍，应该对历史既定、书法状况一目了然，对清代碑学和邓石如的评价有所公
允的审视。笔者认为，马宗霍对邓石如作出的“不能齐于古者”的误判，首先
是马宗霍限于直观经验上浅显的表述，缺乏严谨的理论逻辑和理论思辨。一方
面要求时代有可创新的书法，一方面又以顽固的审美形态限制创造。既不满于
帖学的单调，心理定式已经形成主张恪守旧的法度，力主新变实际又不能接受
新变。其次，马宗霍在理论上表现出纠结的心理状态，这也正反映出马宗霍理
论思考与书法实践的脱节，也说明其长期培养的心理定势形成的矛盾性。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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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观的角度去审视，这种错误的思想正是阻滞书法艺术多样化发展的原
因。

纵观整个书法史，经数千年不断演变发展，且在不同时代书家辈出，承上
启下，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流派。从发展观点来看，包括邓石如在内的有成
就的书家，几乎都是从传统入手，在前人的基础上革故鼎新，承上启下，代代
嬗递，方使书法表现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尽管求变的心理不可逆转，但几乎
所有的变法在后来者看来大都是欣赏和肯定的。王羲之胸藏万卷，腹有诗书，
风流妍妙创新书体，倡导“万物虽参差，适我非我新”，在当时虞翼看来却视
为不守正统的“野鹜”：宋人的成就被时人视为“无一笔右军笔法”；郑板
桥、金农的笔法在康有为看来是“此欲变而不知其变”。古人有“善书者不
鉴，鉴书者不书”之言。由于立意、创新方式的不同，赏者的眼光、观点不
同，立场与角度、志趣、背景的不同，
对书家的品鉴结论也不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言道：“吾今判之：书
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
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
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
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
者，观古论其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
目之私测之矣”。 连清代石涛都痛切地批“古人未立法之前，不知古人法何
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
其不能一出头地也。”陈方既言道：“历史上凡在书法上留下重名的都是发展
创造者，不是前人笔法的谨守者。”邓石如体察到先代书法精髓与真谛之传承
与失落，更目睹了新兴碑派当今抑扬传统的固执与偏颇，尤其是理论上分割碑
与帖而实践上不得不搓合的矛盾，有意识地致力于碑与帖的沟通与融合的探
索。

清末以后，随着门户开放，新文化运动，许多外来的诸如新诗、油画及西
洋音乐等新的文艺形式的出现，陆续在这爿古老的国土上生根发芽。这个时期
除继续沿用传统的书学思想材料对书法现象进行思考外，受西方学术和思潮的
影响，如梁启超、邓以蛰、林语堂、朱光潜、宗白华、马宗霍等特意把书法作
为特定的美学课题进行研究，我们肯定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的意义。但他
们大都不是以专业书家的身份对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在理论研究方面，
囿于对书法缺乏足够的专业性，不知其深蕴，在研究和分析书法现象时，出现
了枉断甚至谬论。我们真切地看到，在马宗霍的《书林藻鉴》美学研究中，有
的尚很肤浅，应该总结而没有总结道科学的准确的信息，一味沿袭古人书学的
模式，借古人的旧套路来宣传他的新变观。对邓石如乃至其他书家的评价也无
疑受到赏评语汇系统的影响，就其语言和语汇的构成来看，貌似植根传统，实
际上是滥用古人的赏评术语或者妄自结语而不知其所以然，矛盾时有存在。模
糊不清，带有直感性，让人从表面上看这种论断具有整体感、合理性，宽泛
性，似乎是要完整地表达书法意象，
却是马氏未经全面考察书法的发展实况、未经思考时代审美需求而似是而非下
的结论，并不能真正反映出书法和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史实。殊不知，错
误的书评舆论导向带给后人的往往具有能动的不自觉的继承性和传感性。

我们倡导书法创作的多元及批评的多层次多向性，这是“学术民主”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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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百家争鸣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但仅从感性出发，缺少对整个书法艺
术史的驾驭，缺乏深层次的研究与分析就做出来的推断和评价，有悖于学术情
怀修养和精神关怀。姜寿田先生说过：“书法批评作为书法史学整体结构的重
要部分恰恰是构成书法史学的核心内容——价值判断即书法史观。……具体到
每一个批评家的个体批评，他可以保持个人的审美趣味和偏见，但这种审美趣
味和偏见一定是可以获得某种审美——文化批评框架支撑的。也只有这个批评
层面，它才真正的能够以历史的眼光来认识、评价一个书家。”历史的复杂性
即是如此。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是不能一刀切的。一个时代的思想，不能仅从
一两人的思想来看。解读邓石如等大师们的艺术成就及这一特殊艺术现象，必
须站在文化背景的层面来解读和审视。对历史的评价应“此欲变而知变”，才
符合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尤其当社会审美趣味发生了重大的的转变，马宗霍
对碑学观念的认知、创作还仍旧停留在用帖学的层面视野上去审视。不能用大
文化的观点、用发展的观点向全方位对邓石如进行全方面的研究，缺乏从整体
宏观立场上去认识清代碑学以及邓石如的书法创作地位、作用和贡献，不能给
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主张创新而又菲薄创新，一方面思想上欢迎碑书且将它视
为寻求新变的营养，行动上却又极力扬帖抑碑。加上其艺术创作本身的局限
性，而仅凭自己的好恶对邓石如的揶揄带来了评论上的粗鄙化及浅陋的认知，
仅凭少量的感性知识来表达近乎直观感受的意见，
这显然缺少理性和公正性。换言之，我们不能不说马宗霍先生的这种矛盾性，
体现出他对邓石如价值认识上的浅陋，未能正确反映出价值判断即书法史观和
书法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真实状况，还不能解释甚至还意识不到邓石如的这种
变化发展到主体心理依据和其在书法史上的意义。鲁迅说：“我总以为倘要为
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
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陈方既先生说过，“书法美学思想，也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网络型结
构。并非只从书法美学现象、书法审美经验中产生。对书法审美观照的主体思
想，又受历史的、时代的经济、政治多种文化现象、思想观念、心理意识的制
约。正确的书学经验、书法美学思想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而受各种因素干扰
的并非完全正确的甚至错误的书法美学思想，则必然影响书法艺术的发展。”
“优秀的、正确的传统文化自然是继承者的宝贵营养，即使是人们认识到是绝
对错误的东西，其心理惰性也会造成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的负担。”因为错误
的观点既有自觉的继承性，也还有不自觉的传感性，人们总能在文化遗产的基
础上才有的文化建树，深深地非自觉地起着制约或诱导性的作用。而缺少逻辑
思维能力的书评又会常常不自觉地被传统审美新理困扰而不自知，而被似是而
非的“道理”俘虏而不能自拔，还要去俘虏别人。书评是天秤，将衡量出历史
地位和价值。书评是镜子，将照出他和批评者本身的异同，
及对后世的启示。在对待书法赏评的问题上，陈振濂先生说：“我们提倡书法
赏评家在赏评之余动动笔墨，以增强笔墨的感性体验，这不是书法赏评力量的
必备条件，观千剑而能识器，这才是书法赏评家的力量源泉”。 可见，严谨治
学、明辨析理、准确体验对当今书法评论来说是首要任务。

邓石如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既具完美交融后的深层意韵，兼收
并蓄后的顽强超越，博采众长，化为我用，更表现在形式上的竭力翻新，对清
代乃之整个书法史都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可谓是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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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的作用。当然，作为史学家的马宗霍也不是百科全书式人物，百家争鸣本
无可厚非，我们虽然不能责备求全于他，但是我们在书法学术问题上一定要学
会从宏观上去考量问题，熔古铸今，钩深致远，深入考证。基于书评往往带有
非自觉的继承性和传感性，
在通晓和驾驭足够的知识和体验后才能谨慎发声。我们必须厘清错误的不合时
宜的与事实不符的谬论，审慎评价书法现象，
才不至于蛊惑、贻害子孙后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所倡导的
那样“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要像“‘剜烂苹果’一样把烂的剜掉，把好
的留下来吃”。拂去马宗霍对邓石如认知上的误判，因为这不仅仅是从微观上
限于对邓石如书法学术价值所呈现出的畸形和错误问题，更会从宏观上对后人
研究邓石如乃至清代碑学造成关键性的曲解和误导，故此我们必须学会用辩证
的眼光理性地去分析、判断和纠正，慎思之，明辨之。

【注释】
[1] 《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前言，马宗霍辑，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2] 《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之《书林藻鉴》卷十二，第192页，马宗霍辑，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第1版。
[3] 《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56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
[4] 《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之《书林藻鉴》卷十二，第222页，马宗霍辑，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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